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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诗经》研究以“风—雅—颂”、地域、作者、时代或礼制功能为主要组织框架，这些框架具有深厚的解释史，却不能直接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若暂时悬置既有部类标签，仅依据文本所呈现的行动者、资源、制度、情感、风险、合法性、仪式与恢复关系，《诗经》内部将形成怎样的社会状态结构？本文以305篇有辞诗为可计算文本，以6篇无辞笙诗为显式缺失节点，建立311节点研究本体；进一步把诗章编码为1319条章级动力路径，并以八维状态向量、相似网络、无监督共同体发现、标签置乱、跨表示复刻和外部历史证据校验构成可证伪研究链。结果显示：文本网络形成四个跨部类共同体，模块度Q=0.4373；共同体与“风雅颂”标签的一致性仅NMI=0.0580，54.36%的有效联系跨越传统部类。最稳定的结构核心不是单一题材，而是“仪式—祖先—合法性—危机恢复”的耦合机制。它提示《诗经》可被重新理解为周代社会状态与秩序修复经验的异质性档案。本文继而将《周易》64卦、384爻及4096卦变空间作为竞争性比较模型，而非预设母结构。多组特异性检验表明，《周易》对于处境识别、行动约束、后果比较与恢复判断具有局部解释价值，但现有证据不支持《诗经》由《周易》生成、二者全局同构、Q₆拓扑具有唯一解释力，亦不支持由此恢复唯一年代序列。本文的贡献不在于以算法替代经学，而在于把文本结构、历史解释与否证边界置于同一证据体系，使“发现了什么”“由何证据支持”以及“尚不能声称什么”同时获得形式化表达。
关键词：《诗经》；结构历史学；社会状态网络；仪式；危机恢复；《周易》；SDA；可证伪研究
Abstract
Scholarship on the Shijing has long been organized by genre, region, chronology, authorship, and ritual function. This article asks a prior structural question: if the received labels Feng, Ya, and Song are temporarily withheld, what social-state architecture emerges from the relations among actors, resources, institutions, affects, risks, legitimacy, ritual, and recovery? We construct a 311-node research ontology comprising 305 poems with extant text and six explicitly missing “sheng poems,” and represent 1,319 stanzas as dynamic state paths. An eight-dimensional state model is combined with similarity networks, unsupervised community detection, label permutation, cross-representation replication, and external historical validation. Four cross-generic communities emerge (modularity Q=0.4373); their agreement with the received generic classification is low (NMI=0.0580), while 54.36 percent of effective links cross generic boundaries. The most stable core couples ritual, ancestry, legitimacy, and crisis recovery. The Zhouyi is then introduced as a competing comparative grammar rather than a presumed generative template. Tests across its 64 hexagrams, 384 lines, and 4,096 transformation space support a limited semantic value for diagnosing situations, constraining action, comparing consequences, and describing recovery. They do not support global structural specificity, direct generation of the Shijing, a unique Q6 topology, or a recoverable single chronology. The article offers a falsifiable framework in which computational discover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limits of inference are reported together.
Keywords: Shijing; structural history; social-state network; ritual; crisis recovery; Zhouyi; falsifiability
一、问题的重构：在“风雅颂”之前询问《诗经》的结构
《诗经》研究从来不缺少分类。毛诗序说、三家诗传统、经学解释、礼制史、文学史、语言学、出土文献与表演研究，分别把305篇有辞诗安置在不同知识秩序之中。“风雅颂”尤其构成最强的先验框架：它既是传世文本的编辑结构，也是后世理解政治层级、音乐制度和文体差异的基本入口。然而，编辑分类、历史功能与文本内部关系并非同一对象。如果研究者把既有标签直接作为模型目标，计算结果很容易成为传统分类的数字复述；如果彻底取消历史知识，模型又会退化为词频聚类，难以说明周代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避免“先验决定结论”与“无历史语义计算”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
本文把问题改写为：每篇诗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固定主题，而是一个由行动者、资源、制度约束、情感强度、风险压力、合法性诉求、仪式介入和恢复能力共同构成的社会状态；诗章的展开则是状态随叙事、仪式或言说行动发生的转移。由此，《诗经》的研究单位从“题材标签”转为“状态—操作—后果”关系。传统分类不被废除，而是被保留为外部参照：只有在独立结构发现完成以后，才检验新结构与“风雅颂”、地域、礼制和历史证据之间的关系。
这一转换包含三项纪律。第一，发现顺序必须是“先诗后易”：先由《诗经》自身生成结构，再引入《周易》进行比较，避免以六十四卦预切文本。第二，解释权必须分层：算法可以发现关系，但不能独立决定年代、事件或制度含义；历史判断必须由传世文献、金文、考古和既有研究共同约束。第三，阴性结果必须与阳性结果同等报告。若《周易》的特殊结构不优于同复杂度的替代模型，就不能将可读性误写为历史生成关系。
二、研究对象、数据本体与证据层级
（一）311节点：完整文本与缺失文本的区分
本文采用“311节点、305篇可计算文本”的双层口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只存篇名而无完整诗辞。它们在文献史上属于《诗经》结构的一部分，却不能与305篇有辞诗接受同等语义编码。因此，本研究保留六篇为缺失节点，记录其部类位置和文本状态，但不补造诗句、不以篇名推断完整语义，也不把缺失值当作零值。所有文本统计、网络估计和语义检验均以305篇有辞诗为主样本。
（二）三层证据架构
	证据层
	对象
	允许支持的结论

	E1
	诗篇、诗章与编码记录
	文本内部的状态、相似关系与动力路径

	E2
	传世注疏、金文、考古与制度史材料
	结构的历史可解释性与局部定位

	E3
	《周易》卦爻、卦变与替代模型
	比较性语法的增量解释力与失败边界


三层证据不可相互替代。E1的聚类不能直接证明西周编年；E2的个案吻合不能证明全局网络；E3的语义可读性更不能证明《周易》生成《诗经》。这一证据分层是全文最重要的方法约束。
三、方法：从八维状态到可证伪结构发现
（一）八维社会状态向量
对每一篇诗i，定义状态向量xᵢ。八个维度不是对传统题材的重新命名，而是描述社会系统在文本中的可见状态：行动者A、资源与生计R、制度约束I、情感负荷E、风险与压力P、合法性L、仪式介入C、恢复潜能H。
xᵢ = (Aᵢ, Rᵢ, Iᵢ, Eᵢ, Pᵢ, Lᵢ, Cᵢ, Hᵢ) ∈ [0,1]⁸
编码同时保留“证据可见性”。某维度未被文本充分表达，不等于该社会要素不存在。故每个状态值附带可见性权重vᵢk与证据来源eᵢk，以区分“低值”“未知”和“不可判定”。对六篇无辞诗，语义维度统一记为缺失，而非0。
（二）从诗篇状态到诗章动力路径
篇级向量适合发现静态结构，但《诗经》的关键意义经常存在于诗章变化中。本文将1319个诗章按文本顺序编码为状态xᵢ,t，并计算相邻诗章之间的差分Δxᵢ,t。若某诗由离散、匮乏或威胁转向仪式介入、关系修复与合法性恢复，其动力路径可表示为：
Δxᵢ,t = xᵢ,t+1 − xᵢ,t　；　τᵢ = {xᵢ,1 → xᵢ,2 → … → xᵢ,Tᵢ}
因此，本文所称“恢复”不是研究者对圆满结局的主观赞词，而是满足一组可检验条件的状态迁移：风险或冲突下降，行动协调上升，合法性、制度可承受性或群体连续性得到至少一项改善。若仪式出现但风险未降、暴力未止或合法性继续流失，该路径不计为成功恢复。
（三）网络建模与共同体发现
以加权距离构造诗篇相似度。维度权重wₖ在主模型中冻结，并通过等权、重采样和删维检验评估稳健性。
d(i,j)=√[Σₖ wₖvᵢₖvⱼₖ(xᵢₖ−xⱼₖ)² / Σₖ wₖvᵢₖvⱼₖ]
Wᵢⱼ = exp(−d(i,j)²/2σ²) · 𝟙[d(i,j)≤ε]
在加权网络W上执行无监督共同体发现，优化模块度Q。传统“风雅颂”标签不参与建网和聚类，只在聚类完成后以标准化互信息NMI衡量一致程度。跨部类边比例用于判断网络是否突破编辑分类。
（四）反自证设计与负向控制
为了防止模型把研究者的解释偏好重新发现为“客观结构”，本文设置四类反自证程序：（1）标签置乱：随机置换“风雅颂”及候选历史标签；（2）表示替换：在八维编码、文本嵌入、关键词遮蔽和删维网络之间比较结果；（3）复杂度匹配：以同样节点数、边密度或状态数的随机模型作为对照；（4）预设失败条件：如果核心共同体在删去仪式或祖先维度后立即消失，或《周易》映射不优于复杂度匹配的伪模型，则相应强命题不成立。随机流程固定种子20260817，并分别记录Python、NumPy及机器学习组件的随机流，以降低平台差异造成的不可复现。
四、结果：跨越“风雅颂”的社会功能网络
（一）四个跨部类共同体
主网络得到四个稳定的跨部类共同体。它们不能被简单等同为四种题材，而应理解为四类状态配置与行动机制：关系形成与交换、压力与离散、权威与制度化、仪式与恢复。共同体内部既包含“风”，也包含“雅”“颂”，显示传统部类与社会功能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指标
	结果
	解释边界

	模块度 Q
	0.4373
	网络存在中等偏强的内部共同体结构

	与风雅颂的NMI
	0.0580
	新共同体几乎不能由传统部类直接预测

	跨部类有效边
	54.36%
	超过一半结构联系跨越风、雅、颂

	节点口径
	305+6
	305篇参与语义计算；6篇作为缺失节点保留

	章级路径
	1319
	用于辨认危机、行动、后果与恢复过程


Q值说明结构不是随机散布；极低NMI则说明该结构并非“风雅颂”的同义重写。两者必须联合解释：仅有较高Q不能说明历史意义，仅有较低NMI也不能证明传统分类无效。本文的结论是，编辑—音乐分类与社会状态网络描写了同一文本集合的不同结构层，而非前者被后者取消。
（二）“仪式—祖先—合法性—恢复”核心
四个共同体中最具跨表示稳定性的，是仪式、祖先、权威合法性与危机恢复之间的耦合。传统礼制研究常把仪式理解为既存秩序的表达；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仪式在网络中还承担把分散行动者重新绑定、把资源消耗转换为公共承诺、把祖先记忆转换为合法性、把危机叙事转换为可继续行动的机制。换言之，仪式不是秩序的静态装饰，而是秩序失稳时的一种社会操作。
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所有祭祀诗都能恢复危机，也不意味着没有仪式就不存在恢复。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诗经》的证据可见范围内，仪式与祖先语汇更频繁地出现在合法性重申、共同体再整合和跨代连续性的路径上；当它们与资源供给、角色承认和可执行行动共同出现时，恢复概率与结构中心性同时上升。
（三）证据可见性与沉默结构
不同部类对社会要素的可见性并不相同。“国风”更容易呈现个体关系、劳动、离散和地方性压力；“雅”更容易显露权威、政治责任与制度失衡；“颂”则集中表达祖先、仪式与合法性。但可见性差异不能被直接解释为现实分布差异。例如，“颂”对民生压力的低可见性，不足以说明相关社会不存在匮乏；它更可能说明仪式文本对压力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转换或遮蔽。由此，文本沉默本身进入模型：不再把未言说的对象机械编码为不存在。
五、《周易》作为竞争性比较模型
（一）为何必须后置《周易》
《诗经》与《周易》同处早期中国经典世界，二者都高度关注处境、行动、秩序与后果，因而具有比较价值。但“可以互释”与“存在生成关系”之间相隔多个证据层级。若先用六十四卦为诗篇分类，任何文本都可能被吸纳进足够宽泛的卦义；这种可读性不能构成特异性证据。因此，本研究在《诗经》独立网络冻结以后，才把《周易》引入为外部比较语法。
（二）卦爻状态与4096卦变空间
每一卦被编码为六爻二值结构q∈{0,1}⁶，并附加卦辞、爻辞所表达的处境、位置、行动许可、风险和后果维度。六十四卦之间构成4096个有向候选转移。该空间并不等于历史中真实发生的4096种变化，而是用于比较“何种状态变化在《周易》语法中可被表达”。
Q₆ = ({0,1}⁶, E)；　E = {(q,q′) | Hamming(q,q′)=1}
超立方体Q₆只是一个候选拓扑。为了判断它是否具有特殊解释力，本文将其与节点数、度分布、路径长度或边密度相近的置换拓扑和随机拓扑比较。若真实卦序或Q₆并未显著优于替代结构，就不能声称六爻拓扑构成《诗经》网络的隐藏骨架。
（三）五组竞争性检验及其结果
	检验
	结果
	可接受结论

	局部语义映射
	部分成立
	卦爻可辅助描述处境、行动与后果

	七相位—七域映射
	阴性/不稳定
	不支持固定相位决定诗篇结构

	卦序与置换比较
	无稳定优势
	不支持传世卦序为唯一历史方向

	Q₆与伪拓扑比较
	未见特异优势
	不支持六维超立方体为隐藏母结构

	无标签跨表示复刻
	全局阴性
	不支持《诗经》《周易》全局同构


这些阴性结果不是研究失败，而是把解释从不可证伪的“万物皆可入卦”缩减为可以承担证据责任的局部命题。《周易》的有效性主要位于三个层面：其一，处境定位，即把行动放入位置、关系和时机之中；其二，位置化行动，即同一行动在不同角色和阶段具有不同后果；其三，后果比较，即把前进、等待、退避、联合、隔离和恢复理解为条件性选择。上述功能能够帮助阅读《诗经》的危机路径，却不足以证明文本之间的直接生成。
六、历史解释：从礼制秩序到社会恢复机制
（一）《诗经》不是单一社会的镜像
《诗经》跨越不同地域、层级、仪式场景与编纂时段，不可能被压缩为一个同步社会的透明镜像。本文的网络是“文本所保存的社会状态表达”的结构，而非西周社会全貌的直接测量。它的历史价值在于揭示哪些压力、行动和恢复机制被反复保存、彼此关联，并进入经典记忆。
（二）恢复并非返回原状
结构模型显示，恢复常常不是返回危机之前的状态，而是通过重新分配角色、更新承诺、重申祖先谱系、改变行动尺度或重建资源循环，形成可继续运作的新秩序。用形式语言表示，恢复不是xₜ₊ₕ=xₜ₋₁，而是系统从高风险域进入一个满足生存与协调约束的新可行域。
Recoveryₕ(xₜ) ⇔ ∃h≤H: xₜ₊ₕ ∈ 𝔽safe　且　xₜ:ₜ₊ₕ ⊂ 𝔽survival
这一表达不把周代社会物理化，而是明确“恢复”一词的判断条件：系统在过渡期没有越出生存域，并在有限路径内进入可持续的协调域。它可用于比较不同诗篇中的恢复路径，也允许失败、延迟恢复和表面恢复被区分。
（三）金文与考古证据的正确位置
金文、器物组合、墓葬等级和聚落考古能够对祖先祭祀、册命、赏赐、军事动员、资源分配与政治中心性进行局部校验，但它们不能直接验证一个由诗篇语义建立的全局网络。本文因而采取“案例层校验而非全局背书”：只有当文本状态、外部材料与时间—空间约束同时相容时，才允许提出历史定位；若证据只支持一般制度背景，则只报告背景相容，不把相容误写成对应。
七、数学模型的意义与物理化表达的边界
（一）数学模型：从分类表到状态空间
数学化的首要意义不是提高论文的技术外观，而是改变论证责任。传统解释可以说某诗“表现哀怨”或“用于祭祀”，却很少被要求说明这些判断如何与资源、制度、风险、合法性和恢复共同作用。状态向量把复合判断拆分为可复核维度；网络把单篇解释转化为关系结构；竞争模型则迫使研究者说明为什么一种解释优于其他同样可读的解释。
这一模型还提供三种新能力。第一，尺度转换：在字词、诗章、诗篇、共同体和经典整体之间保持可追踪关系。第二，反事实比较：改变某一维度或操作，观察网络位置和恢复路径是否改变。第三，失败可见：当删维、置乱或跨表示复刻使结论消失时，模型必须降级主张，而不是以更华丽的阐释掩盖不稳定。
（二）守恒—耗散类比
社会文本中的资源、合法性、信任和暴力并不服从物理学意义上的严格守恒律，但可以构造受约束的“存量—流量—耗散”模型，用于描述秩序维持的成本。设z(t)为制度、资源、合法性和协调能力组成的连续状态，u(t)为仪式、分配、惩罚、联合等操作，η(t)为外部扰动，则：
dz/dt = F(z,t) + G(z)u(t) − D(z,t) + η(t)
其中D表示冲突、匮乏、离散与失信造成的耗散。该方程目前是理论表示，不是已经从周代数据估计出来的物理定律。它的用途是把“仪式有效”改写为可检验问题：仪式操作是否在特定条件下减少耗散、扩大可行域或改变恢复时间？如果没有资源投入、角色承认或行动协调，仪式变量单独上升并不保证恢复。
（三）连续—离散统一的下一步
诗章变化既包含情感、压力等连续强度变化，也包含婚姻、战争、册命、祭祀等离散事件。下一阶段可用混合动力系统表达：连续状态在事件之间演化，事件触发状态跳变，随机扰动表示证据不确定性与历史偶然性。该方向尚属于候选研究基线；在完成参数识别、外部复刻和失败门检验之前，本文不把它表述为已经证明的“《诗经》物理模型”。
八、稳健性、限制与可证伪条件
（一）已经通过与尚未通过的门
	研究门
	当前状态
	含义

	305篇完整编码与311节点本体
	已完成
	研究对象和缺失规则已冻结

	网络共同体与传统标签比较
	已完成
	支持跨部类结构发现

	仪式—祖先—恢复核心稳健性
	初步通过
	支持方向性结论，仍需独立编码复刻

	《周易》全局特异性
	未通过
	强同构与生成命题被否决

	独立团队跨表示复刻
	待完成
	不能声称普遍稳定性

	金文—考古系统外部验证
	进行中
	历史定位仍限于局部案例

	连续—离散动力参数估计
	待完成
	物理化模型仅为研究方案


（二）主要限制
第一，八维本体虽经过定义和冻结，仍包含解释性编码；一致性检验不能完全消除理论预设。第二，传世文本经历长期编纂与解释，当前顺序和篇界不必然等于最初使用形态。第三，网络参数、阈值与表示方式会影响共同体边界，故本文把四共同体视为当前数据和协议下的最优结构，而非唯一真结构。第四，外部史料在地域、时间和社会层级上分布不均，证据可见性偏差同样存在。第五，《周易》比较结果主要否定强命题，不能被反向解释为二者毫无历史联系。
（三）明确的失败条件
若独立团队在不接触当前共同体标签的条件下，使用同一文本、公开本体或语义不同构的替代表示，无法复现跨部类结构与仪式—祖先—恢复核心，则本文的核心发现应降级为编码依赖结果。若未来金文和考古材料显示被识别为同类状态的诗篇在制度、时代与行动逻辑上系统冲突，则历史解释必须修订。若某种《周易》结构在严格控制复杂度后稳定优于所有替代模型，本文关于“全局特异性未获支持”的结论也应被重新检验。
九、讨论：一种不以算法取代经学的结构历史学
本文并不宣称发现了《诗经》的“真正分类”。传统部类、经学解释、礼制功能和本文的社会状态网络属于不同观察尺度。新的结构价值在于揭示传统分类难以直接呈现的跨部类关系：一首地方情诗、一首政治怨诗和一首祭祀诗，可能因为共享“关系断裂—风险上升—承诺重建”的状态路径而进入同一结构邻域；这不抹去它们的文体差异，而是增加一种可检验的比较维度。
更重要的是，本文改变了《周易》进入《诗经》研究的方式。《周易》不再作为能解释一切的先验宇宙图式，而是与替代模型竞争的状态语法。它在局部层面仍然重要：位置、时机、行动边界与后果比较，为早期中国如何理解不确定处境提供了高度压缩的表达。但正因为尊重这种价值，研究更应拒绝没有特异性证据的全局同构和直接生成论。
这种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独立发现—竞争解释—外部校验—主张分级”。它既不同于只把大模型用于摘要、仿写和关键词统计的辅助型数字人文，也不同于以一个公式覆盖所有文本的形式主义。算法的角色是扩大可比较范围、保存推理痕迹并暴露失败；学者的角色是定义问题、管理证据、提出竞争解释，并对无法由材料支持的结论保持克制。
十、结论
本文从305篇有辞诗、6篇无辞缺失节点和1319条诗章路径出发，重构了一个跨越“风雅颂”的《诗经》社会状态网络。四个跨部类共同体、Q=0.4373的模块度、NMI=0.0580的低标签一致性与54.36%的跨部类联系共同表明：《诗经》内部存在不能由传统编辑分类直接概括的关系结构。其最重要的方向性发现，是仪式、祖先、合法性与危机恢复构成稳定耦合，提示《诗经》保存了周代社会如何承受压力、重建承诺并维持跨代连续性的结构经验。
《周易》的后置比较进一步划定了这项发现的边界。卦爻语法对于处境识别、位置化行动、后果比较和恢复判断具有局部解释力；但七相位—七域、卦序、Q₆拓扑与无标签复刻均未提供全局特异性证据。因此，本文明确否定“《诗经》由《周易》写成或生成”的命题，也不从现有模型推出唯一编年和全局历史动力方向。
真正的新结论不是两部经典共享一个神秘密码，而是它们以不同形式处理了同一类文明问题：《诗经》保存社会状态、经验与情感的异质档案，《周易》压缩处境、行动和后果的比较语法。二者的关联需要在局部、条件性和可证伪的层面被重新建立。由此，经典研究获得一种新的科学性：不是取消解释，而是让解释承担证据、替代模型与失败条件。
附录A　变量、复现与主张等级
A1. 研究单元：305篇有辞诗参与语义和网络计算；6篇无辞笙诗仅作为缺失节点保留。A2. 随机性：主流程种子固定为20260817；各软件随机流分别记录。A3. 主张等级：结构发现、方向性历史解释、局部比较解释与待验证模型分开报告。A4. 不允许的推断：不得由聚类直接推出作者、年代或事件；不得由卦义可读性推出生成关系；不得将理论ODE/PDE写成实证物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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